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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主流电影的叙事规约与延展

———以 ２０１９ 年国庆献礼大片为例

张　 晶　 李晓彩

摘　 要： 新主流电影是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电影形态。 献礼片作为一种典型的新主流电影， 集中体现

着新主流电影的规约性语境与延展性空间。 由 《我和我的祖国》 《中国机长》 和 《攀登者》 三部献礼片组

成的 “２０１９ 史上最强国庆档” 再次刷新了人们对新主流电影的固有印象。 作为一种主流电影形态， 新主

流电影在规约性语境中呈现出叙事的间性表征。 作为一种动态开放的电影形态， 新主流电影在延展性空间

中呈现出叙事延展的向度可能。 这成为我们探索电影艺术发展的重要途径， 也是研究中国电影走出国门、

傲立世界、 实现文化强国之梦的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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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学界对新主流电影的定义虽非确切， 但现实性题材扩展、 类型化叙事模式、 下沉式叙事视角、
世界性电影语言等构成了有别于单色调、 宣教式、 悬浮化的传统主旋律电影的基本特质。 作为一种动

态开放的电影形态， 新主流电影不囿于固定的叙事套路， 不滞于僵化的制作理念， 在主流意识形态和

市场消费的缝合中创生了不谋而合的叙事规约和不断延展的叙事方式， 即以主流价值观来规制叙事基

调， 以审美消费逻辑来调剂叙事元素。 这让新主流电影在赢得口碑和票房的同时， 最大程度地实现思

想性、 艺术性和观赏性的统一。
以 《我和我的祖国》 《中国机长》 和 《攀登者》 三部献礼大片组成的 “２０１９ 史上最强国庆档”， 吸

引了上亿人次走进影院， 联手奉献了超过 ５０ 亿元的票房， 再次刷新了人们对主流电影的刻板印象。 三

部献礼大片尽管题材内容有别、 人物塑型各异、 叙事结构不同、 类型风格也迥异， 但爱国主义、 民族

气质和时代精神是其共同的叙事旨向， 建国 ７０ 年来波澜壮阔的现实生活是其共有的创作来源。 三部影

片都不约而同地以平民化叙事视角聚焦重大历史事件， 展现时代人物的精神风貌， 加之明星集结式的

商业化表达再次印证了新主流电影叙事的规约性与延展性。

一、 规约性语境与延展性空间

“语境” 可分为两大类： 一是 “叙事语境”， 二是 “社会历史语境”。 后者主要涉及与种族、 性别、
阶级等社会身份相关的意识形态关系； 前者涉及的则是超社会身份的 “叙事规约” 或 “文类规约”。［１］

从 “叙事语境” 来看， 新主流电影承续了主旋律电影的 “叙事规约”， 即通过充分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

革命历史重大题材和与普通观众生活相贴近的现实主义题材的影像呈现， 弘扬主流价值观、 传播正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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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从 “社会历史语境” 来看， 新主流电影映射了政治权威、 市场经济与艺术规律相统一的现实关系，
即影片既能反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伟大历史变革， 又能遵循艺术自身发展演变

的规律， 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 “规约性语境” 不仅制约着影片的生

产机制， 也影响着影片的消费程度。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７０ 周年的重大节点， 献礼片作为具有仪典

性的致敬之作， 讴歌时代、 颂扬英雄、 礼赞人民就不仅仅是 “政治任务”， 更是广大人民询唤国族认同

的艺术期许。 在这一规约性语境中， 《我和我的祖国》 择取 ７ 个重大历史事件进行 “拼盘式” 组接， 展

现了新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 再到强起来背后的感人故事。 宏大主题的微观切入， 从具象化、 烟火

气的小人物故事中映衬出全民性的家国情怀， 是主流电影的 “文类规约”， 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主流电

影沉入人心、 赢得口碑与票房的 “社会历史语境” 使然。 《中国机长》 根据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４ 日四川航空

３Ｕ８６３３ 航班机组成功处置特情真实事件改编， 以时间线性结构展现了从离家、 登机、 遇险、 应对、 着

陆、 回家的全过程。 作为新主流电影， 《中国机长》 集灾难片、 职场片与献礼片于一体， “叙事语境”
与 “社会历史语境” 规约表现在极端危险的视觉冲击画面、 沉稳果敢的人物塑型、 世界民航史上中国

奇迹创造的影片叙事中。 《攀登者》 讲述中国登山队在 １９６０ 年与 １９７５ 年两次向珠峰发起冲刺， 完成了

人类首次北坡登顶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影片既有 “为国登顶” “中国高度” “中国精神” 的 “社会

历史语境” 的规约， 也承载着商业化诉求， 冒险、 动作、 爱情、 奇观等类型片的 “叙事语境” 也在规

约着影片的影像呈现。
　 　 “叙事空间”， 从纵向维度看， 具有历史叙事的延展性。 时代的变迁， 社会的发展是现实题材作品

叙事延展的渊源； 从横向维度看， 具有叙事范围的延伸性。 主流作品的 “主流” 就是要从小众走向大

众， 从国内走向国际更大的空间， 这是叙事延展的受众导向； 从心理深度看， 从表层到深层， 从宣教

到共情， 叙事空间向心理深处突进是主流电影摆脱 “表面的伟光正” “内在的假大空”， 真正实现影像

表达与观众知解力和想象力和谐统一的主要途径； 从影像的空间看， 随着光影技术的不断发展， 从 ２Ｄ
到 ３Ｄ， 再到 ４Ｄ， 主流电影的影像呈现也有多维延展的潜在空间。 从早期带有高度政治宣教色彩的主旋

律电影， 如 《中华儿女》 《伟大的起点》， 到逐渐转向商业与艺术的主流电影， 如 《开国大典》 《大决

战》， 再到兼具政治、 商业、 艺术特色的新主流电影， 如 《集结号》 《建国大业》 《战狼 ２》 等， 直到

２０１９ 年 “史上最强国庆档” 的三部献礼大片获得广泛关注， 新主流电影无论是作品的广度和深度， 还

是受众的范围和口碑， 都是叙事空间延展的表征。 《我和我的祖国》 以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为叙事单元，
将 “小我” 的故事置于 “共我” 的博大历史空间， 唤醒群体记忆， 引领观众重启历史、 浸入情境、 激

活国族认同。 《攀登者》 “拓展了新主流电影的边界， 同时也是中国电影史上首次将登山运动搬上银

幕。” ［２］ 《中国机长》 将新主流电影深入到行业内部， 对 “最强的中国空乘专业职业精神” 进行银幕塑

形。 三部献礼大片在现实题材拓展的同时， 也延展了新主流电影的人物塑型、 叙事类型、 叙事视角、
叙事风格等。

二、 叙事规约的间性表征

文本间性是茱莉娅·克里斯蒂娃在 １９６９ 年出版的 《符号学》 一书中提出的， 意在强调任何一个单

独的文本都不是独立自足的， 其文本的意义是在与其它文本交互参照、 交互指涉的过程中产生的。 对

于新主流电影而言， 文本意义的生成与阐释都依赖于叙事规约的间性表征， 即由 “语境” 间入影像话

语中规制而成的叙事方式， 包括内容配置、 人物塑型、 情节逻辑、 类型表达、 演员表演等。 笔者对三

部献礼大片进行分析， 梳理出四种叙事规约的间性表征， 即主流语境中 “集体型” 叙述声音、 艺术语

境中 “奇观式” 视听呈现、 商业语境中类型化表达和明星集结式出场、 献礼语境中 “致敬式” 历史画

面的经典重现等。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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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流语境中的 “集体型” 叙述声音

兰瑟在 《虚构的权威》 一书中对三种叙述声音展开了探讨： 作者型声音 （传统全知叙述）、 个人叙

述声音 （故事主人公的第一人称叙述） 和集体型叙述声音 （如叙述者为 “我们” ）。［１］（２０８） 影视和文学

不同的是， 影视摄像镜头的 “全知性” 往往遮蔽了个人叙述声音和集体型叙述声音， 叙述声音主要通

过角色人物来呈现。 对于新主流电影来说， “集体型” 的叙述声音显然是最能引发 “全民共情” “群体

共振” 的观赏体验， 因此， 角色人物的塑型在主流语境中就被赋予了超越 “个体” 的 “集体型” 表征。
《我和我的祖国———北京你好》 中葛优扮演的北京出租车司机张北京把珍贵的奥运门票送给汶川男

孩， 帮助这个在汶川地震中失去爸爸的男孩实现看鸟巢， 尤其是抚摸爸爸亲手建造的鸟巢护栏的心愿。
影片最后， 当男孩面对记者表示感谢时， 竟不知他的名字， 只知道送票人是光头， 穿着红色运动鞋。
而这时镜头转向张北京， 只是他头戴白色鸭舌帽， 脚穿黑色布鞋， 隐没在欢腾的人群中。 与其说这是

黑色幽默， 不如说这是将北京的哥的 “个体” 形象幻化成了北京市民的集体形象。 同样， 在 《夺冠》
中， 小男孩冬冬面临两种选择， 一是送别心爱的女孩出国， 一是充当 “人肉天线” 让弄堂的街坊邻居

观看女排夺冠直播。 显然， 前者是作为 “个体” 叙述声音， 后者是作为 “集体型” 叙述声音。 在这两

种声音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 冬冬痛苦纠结后一个大跨栏冲上房顶， 挂着超人战袍似的床单， 举起了

电视天线， 完成了 “集体型” 形象的塑型。 《相遇》 中张译扮演的原子弹研发人员， 直到生命将尽， 遇

到心爱的恋人， 都没有摘下口罩， 表露自己的身份。 正是无数个无名无形无我的英雄们的 “集体” 奉

献， 才有了祖国今天的繁荣昌盛。
（二） 艺术语境中 “奇观式” 的视听呈现

电影是以视听语言讲述故事内容的艺术， 视听化的叙事方式直接关涉到故事内容的传播效果。 大

卫·波德维尔在 《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 中谈到： “为了欣赏电影的艺术可能性， 接下来我们需要

考虑这部影片的故事组织， 亦即为了创造特定效果而串联各部分的方式。” ［３］ “在布景、 摄影画面、 声

音与剪辑上的这些决定， 深深地将我们的心情带进了故事当中。” ［３］（７） “奇观式” 的视听呈现不仅是商

业电影的叙事方式， 也是电影艺术和技术本身的文类规约使然。 对于集主流、 艺术与商业三种规约于

一体的新主流电影来说， 视听呈现效果决定着主流和商业两种规约的实现程度。 “奇观式” 视听呈现具

体体现为： 场景画面奇特、 引人入胜， 演员造型独特、 表演精湛， 台词、 音乐等声音效果叙事性抒情

性俱佳。 “奇观式” 视听呈现是观众激活审美感官， 走进故事空间， 打开心灵世界的一扇窗。
《攀登者》 使用最先进的拍摄技术， 通过实景＋电脑特效＋布景， 为观众营造的视听奇观成为新主流

电影的典范之作。 珠峰气候诡谲多变， 除了瑰丽奇特的雪山风光， 还有极其狰狞凶险的万丈深渊。 极

寒、 极陡、 极险的珠峰奇观成为 “攀登者” 不畏生死、 为国冲顶的爱国精神写照。 此外， 作为新主流

电影， 影片也善于表达 “身体美学” 的视觉奇观。 作为动作演员的吴京扮演的方五洲与章子怡扮演的

徐缨在废工厂约会时上演的 “个人秀”， 将演员个人魅力与角色魅力合二为一。 《中国机长》 首次将灾

难片引入主流电影叙事中。 影片为了突出视听效果， 从飞机驾驶舱玻璃破裂导致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以及飞机冒险穿越云层等段落， 都用特效完成， 效果非常逼真。 加之 “四川 ８６３３， 听到请回答” “四川

８６３３， 成都在叫你” “收到请回答， 四川 ８６３３” 这样高频率的呼叫声和客舱里的哭声、 喊声、 吵骂声将

整个画面的惊险刺激推至极致， 令人心惊胆战。 《我和我的祖国》 主题曲由王菲演唱， 独特的音色和唱

腔将经典的旋律演绎出新的韵味， 让每一个故事、 每一幅画面都饱蘸着 “我和我的祖国” 的深情厚谊。
（三） 商业语境中类型化表达和明星集结式出场

电影从 １８９５ 年卢米埃尔兄弟公开放映 《火车进站》 《工厂大门》 之日起， 就开启了收费模式。 电

影与商业的关系与生俱来。 早期的主旋律电影为了将政治宣传开展下去， 刻意避免商业元素的掺入，
没有市场的压力、 缺失大众的根基， 主旋律逐渐成为 “悬浮着” 的意识形态。 与商业的接轨， 导入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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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机制， 是从主旋律到主流， 从主流到新主流转变的现实背景。 有学者指出： “ ‘新主流电影’ 是主旋

律电影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大众、 市民文化话语相结合的产物。” ［４］ 类型化表达就成为商业语境间入叙

事话语最重要的表征。 所谓类型电影是一种成熟的商业电影模式， 即由不同题材或技巧形成的影片范

畴、 种类或形式， 如西部片、 警匪片、 歌舞片、 战争片、 爱情片等。 公式化的情节、 定型化的人物、 图

解式的视觉形象成为类型叙事的重要表达方式。 主旋律与商品经济结合而成的新主流电影， 根据市场

需求调和影片类型的叙事方式蕴含着明确的商业动机。 《攀登者》 作为一部主流商业电影， 定位于献

礼、 冒险、 剧情、 爱情等类型。 客观地说， 如果不是作为献礼片， 而仅仅当作一部商业类型片， 这部

电影仍是很成功的， 甚至在很多方面弥补了国产类型片的不足。 作为冒险片， 奇绝的雪山、 诡变的气

候、 极冷的环境、 万丈的深渊、 惊险的画面、 方五洲 “超级英雄式” 的形象极大地满足了观众对冒险

片的视听期待。 但作为献礼片、 爱情片、 剧情片来说， 过多的类型杂糅导致叙事中心失衡、 人物形象

变形、 献礼诚意不够纯粹。 相比来说， 作为灾难片与职场片的 《中国机长》 则要纯粹很多， 有作为灾

难片的惊险刺激， 也有作为职场片的专业素质和敬业态度， 这也是这部影片票房持续飙升的重要原因。
另外， 作为商业语境的间性表征突出表现在明星集结式的出场。 明星是 “捧出来” 的， 无论是演

技派还是偶像派， 是奖项型还是流量型， 其背后是大量的粉丝群体和经济效益， 明星的出场意味粉丝

黏合经济的兑现。 新主流电影的明星阵容甚至比任何商业电影都要豪华， “数星星” 式的观影体验给观

众带来极大的快感。 新主流电影占有主流权威的先天优势， 在明星的集结中具备更强的号召力， 实现

商业利益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我和我的祖国》， 不管是演员阵容还是导演阵容， 都是国产电影的

顶级豪华配置。 陈凯歌担任总导演， 此外 ７ 个故事分别由陈凯歌、 张一白、 管虎、 薛晓路、 徐峥、 宁

浩、 文牧野执导。 一线明星演员集结式的出场， 不胜枚举， 给观众带来一种隆重的仪式感和获得感。
《攀登者》 由李仁港执导， 吴京、 章子怡、 张译、 井柏然、 胡歌、 成龙等众星加盟， 既是电影品质的保

证， 也是票房的有力保障。 《中国机长》 也同样如此。
（四） 献礼语境中 “致敬式” 历史画面的经典重现

作为具有特殊历史节点的新主流电影， 献礼片往往会有具体的致敬对象和辖定的放映时间， 如纪

念建国 ７０ 周年献礼片， 在国庆时段的献礼语境中， 致敬祖国、 讴歌时代、 歌颂人民、 颂扬英雄。 献礼

片表达敬意和诚意的重要方式就是对历史真实的还原。 致敬对象往往具有现实的原型， 体现在影片的

间性表征上就是历史经典画面的切入和重现。 这种叙事的规约性在三部献礼片中均有体现。 《我和我的

祖国》 ——— 《前夜》 中黄渤扮演的林治远， 原型是亲手设计、 施工完成天安门广场第一根国旗杆与自

动升降设备的设计师 （开国大典时站在毛主席身边， 保证自动升旗万无一失）。 影片中切入真实的开国

大典的历史影像资料， 还原了当时的场景。 观众惊呼， 原来开国大典背后有这么真实感人的故事。 《相
遇》 中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图片， 《夺冠》 中女排比赛的电视直播画面， 《北京你好》 中奥运

开幕式上鸟巢烟花绽放的画面， 《中国机长》 中演员与人物原型合影照片， 《攀登者》 中 １９７５ 年登顶时

的历史照片重现等等都是献礼语境中 “致敬式” 叙事规约的间性表征。 对于取材于现实真实历史事件

和人物的新主流电影来说， 经典历史画面的重现是联结现实与影像、 过去与当下、 作者与观众、 观众

与观众的纽带， 是打通历史空间， 激活时代脉搏， 唤醒国族认同的共同记忆，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 新

主流电影的 “致敬式” 间性表征就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 叙事延展的向度可能

早在 １９４２ 年， 马克思就在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中提到： “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

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 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 可是你们为

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５］ 这既是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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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对精神个性和艺术风格多样性的充分肯定。 新主流电影本身就是一种动态开放的电影形态， 从

１９８７ 年国家提出 “突出主旋律， 弘扬多样化” 的口号以来， 在主流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的规约中逐渐

探索出比较成熟的叙事方式， 储备了良好的市场号召力。 从当前的献礼片中仍可看出新主流电影叙事

延展的向度可能。 笔者分析整理出以下几个方面： “集体” 塑型中人性的 “共我” 与 “自我”、 现实题

材中主流的 “扩展” 与 “细化”、 主流表达中类型的 “边界” 与 “缝合”、 宏大叙事中风格的 “刚硬”
与 “柔和” 等。

（一） “集体” 塑型中人性的 “共我” 和 “自我”
新主流电影在公共事件、 集体行动、 政治运动的历史语境中完成了对个体人物形象超越性的 “集

体型” 塑型， 展现与国家、 民族、 人民等同的 “共我” 形象， 实现了全民共情、 灵魂共振、 国族认同

的公共性诉求。 然而， 艺术公共性表达的前提不是具有复数意义的同一性， 而应是以个体差异为前提

的多元性和异质性。 正如阿伦特所说的： “尽管公共世界乃是一切人的共同聚会之地， 但那些在场的人

却是处在不同的位置上的……事物必须能够被许多人从不同的方面看见， 与此同时又并不因此改变其

同一性， 这样才能使所有集合在它们周围的人明白， 它们从绝对的多样性中看见了同一性， 也只有这

样， 世俗的现实才能真实地、 可靠地出现。” ［６］ 因此， 新主流电影对 “集体型” “同一性” 人物形象的

塑型既要有主流语境中人性的 “公约性”， 又要体现现实语境中人性 “不可化约” 的异质性与多元性。
从叙事的角度看， “共我” 和 “自我” 的空间延展构成新主流电影体现生活质感、 人性温度和深度的向

度所在。 “共我” 是从一定空间的 “集体” 走向更大空间的 “集体”， “自我” 是从概括式的 “集体型”
走向具体化的 “个体型”， 两者是新主流电影人物塑型延展的向度可能。

“共我” 是有空间限制的， 也是有空间超越的。 作为纪念建国 ７０ 周年的献礼电影， “祖国” 是我们

的公共空间， “人民” 是我们的公共身份， “共我” 就是祖国和人民的 “集体型” 形象， 同时这一形象

又具有超越国界的全人类性。 《我和我的祖国》 中的诸多人物， 尽管年龄不同、 性别不同、 职业不同，
但都是参与到祖国建设中的 “中国人”， 都有着为国奉献、 以国为荣的 “共性” 特征。 同时， 勤劳、 善

良、 忠诚、 担当、 敬业、 爱国这些人性中美好的品格又是超越 “国界”、 通向全人类的， 具有人性的普

遍意义。 “自我” 是抽象的提炼， 也是具象的还原。 《我和我的祖国》 中每一个人物都是 “大集体” 和

“小集体” 的代表， 是祖国和某一社会群体凝结而成的 “个体”。 小工程师林治远、 科学家高远、 出租

车司机张北京、 女飞行员吕潇然等都是众多爱国、 护国、 献身祖国的 “集体型人民”， 同时又是一个个

鲜活的、 充满性格张力的 “个体型角色”。 林治远的恐高、 高远的舍离、 张北京的油腻、 吕潇然的强势

等等这些人性中不完美的方面， 不都是日常生活中很普遍的人性吗？ 较之于 《我和我的祖国》， 《中国

机长》 和 《攀登者》 在人物塑型中 “共我” 突出， 但 “自我” 单薄成为最大的问题。 “机长” 刘长健

是 “敬畏生命、 敬畏规章、 敬畏责任” 达致而成的 “集体型英雄”。 《攀登者》 中无论是方五洲、 曲松

林、 杰布， 还是后来冲顶的李国梁、 杨光、 徐缨等， 他们性格中 “为国冲顶” 的高度同一性导致在完

成 “集体型” 人物塑型的同时缺失了多元化与异质化的丰满性， 影响到影片的深度和厚度。
（二） 现实题材中主流的 “扩展” 与 “细化”
主流电影在建国初期以 “文艺服务于政治” 为旨向， 聚焦 “红色革命” 题材， 如 《英雄儿女》

《红色娘子军》 等； 改革开放后， 顺应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 主旋律逐渐与商业合流， 题材也从 “红色

革命” 扩大到社会生活， 如 《大决战》 《孔繁森》 《红河谷》 等； 进入新世纪以来， 随着全球化和市场

经济的深入发展， 人民的生活和愿望体现着现实生活的主流和方向， 主流电影的题材范围更加宽广，
凡是反映时代人民的现实生活都可以归入 “主流” 范围， 如 《战狼》 系列、 《我不是药神》 《我和我的

祖国》 等。 在题材扩展的同时， 叙事手法也从 “宏大” 转向 “细化”， 即对现实生活中个别的、 具体

的、 富有特征意义的生活现象作细致的、 精确的和真实的刻画， 使作品贴近历史情境， 还原生活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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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受众， 召启观众情感共鸣。
２０１９ 年的国庆献礼大片继续推进着现实题材 “主流” 的扩展和细化。 《我和我的祖国》 无论是开

国大典的小工程师， 原子弹研制的科学家、 香港警察和升旗手、 “九三阅兵” 女飞行员， 还是普通出租

车司机、 上海弄堂的百姓、 贫困地区的 “屌丝” 少年等， 都是中国重大历史进程中的一个 “缩影”， 同

时也是故事背后更深广的现实写照。 《中国机长》 首次关注 “航空” 题材， 并将之与 “世界民航史上

中国奇迹创造” 联系在一起， 拓展了祖国强大的表现空间。 《攀登者》 以 “登山” 为题材将镜头转向

了 “珠峰”， 带来影像空间延展的同时， 也提升了民族精神的高度。 同时， 三部献礼片的 “细节化” 叙

事将情境、 人物、 故事融合为一体， 营造出强烈的 “在场感”。 《我和我的祖国》 中吕潇然以飞机为

“男友”、 高远面对昔日恋人的躲闪、 林治远带有天津味的山东方言， 《中国机长》 中飞机风挡破裂、 副

机长挂在机外的场面、 机内巨大颠簸的情景， 《攀登者》 中人物的服装、 雪山奇景等等 “细节化” 呈

现， 无论是故事逻辑， 还是视听效果， 都给观众带来真实的观影体验。
（三） 主流表达中类型的 “边界” 与 “缝合”
严格意义上来说， 中国新主流电影的类型化表达不同于三四十年代好莱坞的 “类型电影”， 后者实

质上是一种标准化的制作范式， 根据市场的需求确定影片范式， 再根据影片范式规制叙事风格和技巧，
“类型” 具有统领性和规制性。 而新主流电影则是在已知 “现实题材” 的 “主流价值” 类型的框定中，
调配进其他的类型元素， “类型” 具有辅佐性和修辞性。 从这个层面上说， 这是一种类型化修辞， 是维

系主流话语和商业话语平衡的艺术手法， 是新主流电影在主流类型边界的限定中探索的叙事融合， 是

主流表达与市场诉求的缝合。
根据猫眼电影版实时票房数据显示，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 《我和我的祖国》 累计票房达 ２８􀆰 ６２

亿元， 《中国机长》 达 ２８􀆰 ２２ 亿元， 《攀登者》 是 １０􀆰 ７１ 亿元。 从观众口碑来看， 与票房排名基本一致。
分析其中的成败得失， 我们发现， 献礼片中类型 “边界” 和 “缝合” 的叙事差异是重要的原因。 《我和

我的祖国》 以 “拼盘式” 的结构将 《前夜》 《相遇》 《夺冠》 《回归》 《北京你好》 《白昼流星》 《护
航》 等七个 “片段式” 的故事组接在一起。 七个主题七种风格， 有喜剧性的幽默， 有悲剧性的崇高，
有哲理性的思考， 每一种商业类型修辞都框定在 “我和我的祖国” 的献礼语境中， 庄严又不失活泼，
宏大又不失细腻， 多元又不失统一， 在丰富 “献礼片” 叙事风格的同时， 也戳中了观众的笑点和泪点。
相比之下， 《攀登者》 的票房和口碑都要逊色很多， 有评论说这部电影 “本可以更纯粹”， 也有人说

“成也类型， 败也类型” 等等。 我们认为， 失利的原因在于与 “社会历史语境” 的规约不太契合， 与新

主流电影 “类型化” 叙事的 “越界” 有关， 与市场 “缝合” 不当的类型修辞有关。 “类型化修辞” 是

将带有某种类型风格的叙事手法渗透进主题叙事当中的， 不影响影片的主题风格和人物形象。 而在国

庆献礼语境中， 《攀登者》 俨然是一种商业类型片的杂糅， 奇观的冒险、 跌宕的剧情、 凄惨的爱情、 宏

大的献礼四者并置， 很大程度上扰乱了叙事的中心、 偏离了人物的重心， 让献礼片超负荷地承载了商

业的份额。 相对来说， 《中国机长》 尽管也属于类型片， 但灾难性的场景、 群像化的故事都没有干扰影

片的叙事中心， 即 “请相信我们， 我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职业精神， 这就是新主流电影 “类型化修

辞” 的 “边界” 和与市场的 “缝合”。
（四） 宏大叙事风格中的 “刚硬” 与 “柔和”
一路走来， 新主流电影之所以能以高辨识度的类型特征屹立影坛， 仍在于继往开来的 “宏大叙

事”。 那些具有最大公约性的现实题材和重大历史事件， 那些具有普泛意义的价值观念和情感能量， 以

及那些崇高、 悲壮、 阳刚的叙事风格成为主流电影共同的 “标识”。 无论是军事题材的 《战狼 ２》 《红
海行动》 《湄公河行动》， 还是现实生活题材的 《厉害了， 我的国》 《我和我的祖国》 《中国机长》 等，
正义、 和平、 牺牲、 爱国、 使命、 担当等品格为影片注入了浩然正气， 也塑造了主流电影的阳刚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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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主旋律电影对 “阳刚之美” 的风格塑造普遍采用 “仰视” 叙事视角， 人物形象和历史事件都有

着高高在上的距离感。 而新主流电影将叙事视角下沉， 将人物角色拉回民间， 让重大历史事件回归日

常生活， 使得影片呈现出 “刚柔相济” 的叙事风格。
新主流电影叙事风格的转变在国庆献礼片中得到充分的表现。 《我和我的祖国》 有 ７ 个故事 ７ 个重

大历史事件， 但普遍是从小人物， 甚至是女性、 儿童的视角切入， 让小人物的小故事熔铸在大时代的

大故事中， 赋予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情感以历史纵深感和超越感， 让观众在人物的酸甜苦辣、 喜怒哀乐

中感受时代的脉动。 《中国机长》 中张涵予扮演的刘长健一如既往的 “硬汉”， 坚硬的外表、 性格和专

业素质赋予影片 “刚硬” 的气质。 然而， 影片加入了这个 “硬汉” 柔软的一面， 回家陪妻子一起给女

儿过生日的画面温暖感人， 也暗示了坚毅果敢人物形象背后的力量。 《攀登者》 同样如此。 影片一开始

就是 １９６０ 年冲顶的惊险画面， 随后叙事节奏放缓， 方五洲与徐缨的爱情故事开启。 “刚硬” 和 “柔和”
的糅合带动了整部影片的节奏。 尽管爱情故事稍显勉强， 但从创作初衷上看， 导演刚柔相济的风格追

求无疑是丰富影像内容、 讨好观众的叙事策略。

四、 结 　 　 语

新主流电影之所以仍归于 “主流”， 是因为在主流语境中自觉践行的主旋律叙事规约， 即宏大主题

中对国家、 民族、 人民和时代的塑型。 之所以被统称为 “新主流”， 是因为主旋律题材影片整体性与大

众文化和艺术规律合流， 并呈现出新的叙事规约， 即视听叙事、 类型化表达与明星出演等。 之所以经

过 ２０ 年的演变仍显现出 “新质”， 是因为跟随时代发展不断延展的题材内容， 根据人们的审美品味不

断延展的叙事方式。 新主流电影的包容性和创新性使其有别于传统主旋律电影， 也不同于西方的商业

类型电影， 而是颇具中国特色的电影形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 献礼片更具有典型意义： 一方面， 献礼

有着明确的叙事规约， 即围绕 “纪念主题”， 划定题材范围和类型边界； 另一方面， 又要根据艺术的合

规律性达到市场的合目的性， 不断延展叙事空间和叙事类型。 作为典型的新主流电影， 献礼片的叙事

规约与叙事延展成为我们探索电影艺术发展的重要途径， 也是研究中国电影走出国门、 傲立世界、 实

现文化强国之梦的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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